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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国际刑法
中的适用及其反思

朱 丹*

摘 要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国际刑法中被定位为程序和实体通用的总和原则。对

于该原则在国际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事实之疑的适用,国际刑法吸收了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

一致性规定并融合了无罪推定原则和排除合理怀疑原则。两大法系对于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

则”在法律之疑适用上的分歧也体现在国际刑事实体法的发展过程中,但支持将该原则适用

于法律解释的普通法系观点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将该原则明确定位为合法

性原则的衍生。相比国内法,该原则在国际刑事实体法中的适用有着更充分的法理基础,是国

际刑法的特殊人权保障机能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必然要求。在国际刑法的语境下,应遵循刑法

的特殊解释方法即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优先于国际条约法中包括目的解释在内的一般解释

方法的效力和位阶。

关 键 词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 国际刑法 合法性原则 目的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下文或简称为“有利被告原则”),其拉丁文载体为“indubiopro
reo”,一般认为起源于罗马法。该原则不但被作为罗马法继承者的大陆法系刑事法所吸收,而
且在普通法系刑事法中也得到了贯彻,然而,该原则在两大法系之间的定位和适用范围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源自对于“存疑”中的“疑”的不同理解。这里的疑问是指对被告人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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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事实认定产生的疑问,还是同时包括对据以定罪的法律存在疑问呢? 〔1〕对于事实存疑,

两大法系国家一致认可有利被告原则的适用,虽然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通常将其作为无罪推

定原则的衍生,〔2〕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多将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原则,〔3〕但二者都将有利

被告原则视为刑事程序中有关证据采信与运用的重要原则。

然而当法律存在疑问或者争议时,对于有利被告原则可否作为一项刑法解释原则,两大法

系不同国家的立法、实践和理论之间均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普通法系国家,有利被告原则在

立法上通常体现为宽大处理原则,也被熟知为严格解释,据此,法院在对法律之疑进行解释时

应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4〕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国内刑事立法却鲜有将有利被告原则

定位于法律解释原则。例如德国的刑法虽然禁止对犯罪的类推适用,意味着对犯罪定义的解

释不能超出其字面的含义,〔5〕但其刑法中并不存在有利被告原则或宽大处理的规定。〔6〕而
且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明确指出,“有利被告原则只与事实的认定相关,并不适用于法律的解

释”。〔7〕我国学界似乎也总是习惯于在刑事程序的语境中提出与谈论有利被告原则,并仅将

其适用于事实的存疑;而在实体刑法领域,有利被告原则还几乎是一个罕见的概念,因此其是

否适用于法律解释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8〕即使在认可有利被告原则适用于法律之疑的学

者之间,也存在着关于此原则与刑法的其他解释方法的位阶和效力之争。〔9〕

两大法系关于有利被告原则究竟是一条同时适用于程序与实体的刑事法原则还是只适用

·9561·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及其反思

〔1〕

〔2〕

〔3〕

〔4〕

〔5〕

〔6〕

〔7〕

〔8〕

〔9〕

参见刑馨宇:“有利被告的定位”,《法学》2012年第2期,第30页。

SeeGeorgeP.Fletcher,“TwoKindsofLegalRules:AComparativeStudyofBurden-of-Persua-
sionPracticesinCriminalCases”,YaleLawJournal,Vol.77,1968,p.880.

SeeEliesVanSliedregt,“AContemporaryReflectiononthePresumptionofInnocence”,Interna-
tionalReviewofPenalLaw,Vol.80,2009,p.262.

SeeZacharyPrice,“TheRuleofLenityasaRuleofStructure”,FordhamLawReview,Vol.72,

2004,p.885.
SeeThomasVormbaum,A ModernHistoryofGermanCriminalLaw,Heidelberg:Springer,

2013,p.42.
SeeMarkusDubberandTatjanaHornle,CriminalLaw:AComparativeApproach,Oxford:Ox-

fordUniversityPress,2014,p.100.
(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128页。
关于赞成者的观点,参见邱兴隆:“有利被告论探究—以实体刑法为视角”,《中国法学》2004年第6

期,第146-154页;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时延

安:“试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3年第1期,第39页;冀洋:“‘存疑有利于被告

人’的刑法解释规则之提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4期,第125页。关于反对者的观点,参见张明楷: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58页;吴冀原:“‘存
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正确理解适用”,《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47页;吴爽:“再论存疑有利

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从》(第23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页;胡东飞:
“刑法目的对刑法解释方向的制约: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的比较的分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
第10页;薛进展、蔡正华:“刑法适用解释存疑有利被告原则之否定”,《法治研究》2011年第10期,第22
页;孙谦:“援引法定刑的刑法解释”,《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60页。

时延安,同上注,第43页;冀洋,同上注,第133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于程序法领域的诉讼法原则的争论,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追究最严重的国际犯罪的国际刑法

中。现代国际刑法自二战之后诞生,经历了联合国特设国际刑庭的发展,直至《罗马规约》的通

过,一直处于国际法与国内刑事法的集结、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规范的并行与交错发展之

中。〔10〕虽然国际社会不存在统一的国际刑法典,涉及国际刑法的规范性文件分散于各个国际

刑事审判机构的宪章和规约中,但国际刑法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中均涉及到普通法系和大陆法

系之间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上的对话,同时也需要协调刑法解释方法和条约法解释规则之

间的关系,因此对于有利被告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拟围绕国

内刑法中存在的对“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几个争议性问题来探讨该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

用,即,有利被告原则在国际刑法上如何定位:是仅适用于国际刑事程序法上的事实问题,还是

同样适用于国际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问题? 该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具有怎样的法理基

础? 如何协调作为刑法解释规则的有利被告原则与国际条约法解释规则之间的适用顺序和位

阶? 以及相比国内法,国际刑法中是否出现了单独的或类似的有利被告原则? 相应地,对于国

际刑法语境下有利被告原则的探究可以一定程度上跨越不同法系的局限,从而在更广阔的角

度来对比和反思此原则在不同法系国内法中的适用。

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定位

(一)国际刑事程序法上的定位

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实践一致性地将有利被告原则定位于无罪推

定原则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衍生和下位概念,应用于案件的事实之疑。早在1946年的

纽伦堡审判中,纽伦堡军事法庭就曾适用过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作出了有利于被告人的

判决。在针对德国主要纳粹领导人沙赫特(Schacht)和巴本(Papen)的审判中,纽伦堡法庭基

于所获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达不到证明标准而最终宣判两被告无罪。〔11〕而后,美国设在

纽伦堡占领区的军事法庭在弗利克案(Flick)的判决中明确指出,“无罪推定原则适用于对每

个被告人的审判;检察官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从可靠的证据中可以得出两种合理的结论,一个

有罪而另一个无罪,那么应该采取后者”。〔12〕实际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有利于被告的

立场是很明显的,因为其要求根据现有的证据对构成犯罪所必要的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对被

告作出无罪判决,这种疑罪从无的原则直接体现了程序意义上的有利被告的精神。〔13〕

二战后军事法庭对有利被告原则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运用也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所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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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设国际刑庭的认可。其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刑庭”)在1998年德

拉里奇案(Delali)的判决中指出,“检察官依据法律有义务证明被告人有罪已无合理疑问。在

对案件作出结论时,对于有罪与否证明的疑问之益应该赋予被告人。”〔14〕其后,前南刑庭在

2007年对利姆佳案(Limaj)的判决中指出:“有利被告原则衍生于无罪推定原则和排除合理怀

疑的证明标准,适用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这种方法与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法相一致并且具

有逻辑性,因为在涉及到事实问题时,此原则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要求的一个方面。”〔15〕

作为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下文或简称为“《规约》”)在其第66条中系统

并且全面地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即“任何人在被本法院依照适用的法律证明有罪以前,应推

定无罪”“证明被告人有罪是检察官的责任”“判定被告人有罪,本法院必须确信被告人有罪已

无合理疑问”。〔16〕尽管《规约》并没有明确使用有利被告的字样,但实际上是将该原则作为无

罪推定原则的下位概念。国际刑事法院在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副总统本巴(Bemba)的判决中

则明确援引了有利被告原则,并清晰地阐述了其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即“有利被告原则作

为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组成部分,适用于诉讼程序的所有阶段,包括预审阶

段”。〔17〕

由此可见,两大法系所一致认可的有利被告原则对事实之疑的适用在国际刑法中亦不存

在争议,但国际刑事程序法语境中的有利被告原则进一步融合了两大法系关于该原则的不同

立法表现形式,即无罪推定原则和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虽然无罪推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有着

更广泛的内涵并贯彻于诉讼程序的始终,例如《罗马规约》第55条关于调查的相关规定和被告

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等,但在对事实问题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上,无罪推定原则和有利被告

原则具有可通约性。

(二)国际刑事实体法上的定位

由于不存在统一的国际刑事实体法规范,不同国际刑事司法裁判机构在有利被告原则的

运用上也存在着分歧,但主流观点一致性地将该原则定位于合法性原则的衍生和下位概念,应

用于案件的法律之疑。早在纽伦堡审判时,由于其管辖下的危害人类罪尚未被国际法所界定

为犯罪,因此不可避免此存在着定义上的含混之处,据此,被告人戈林(Göring)的律师就主张

以有利被告原则来解释该法律定义的含混之处。〔18〕其后,虽然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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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简称为“卢旺达刑庭”)的规约中并没有提及合法性原则和相关的解释规则,但两个特设刑

庭在其司法实践中曾多次提出将严格解释和有利被告原则适用于法律之疑的解释。前南刑庭

在1998年德拉里奇案的判决中明确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要求对刑法规范进行严格解

释”,〔19〕“而严格解释的效果在于,当模凌两可的措辞或模糊的语句导致对其含义的合理怀

疑,并且运用解释规则无法消除的情况下,对于疑问之益应该给予被告人而非那些无法对立法

作出解释的立法者”。〔20〕其后,前南刑庭在加利奇案(Gali)中又重申了其在德拉里奇案中的

以上论述,并进一步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目的是预防对那些有合理依据认为在其行为实施

当时根据法律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进行起诉或惩罚。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对刑法规

范进行严格解释,并且司法裁判者的首要任务是诚实地依照立法的语言,包括其字面含义和逻

辑意义来解释以实现该条款的立法目的”。〔21〕

除了在理论上认可有利被告原则作为法律解释规则,特设国际刑庭还将该原则具体地运

用到了对国际犯罪定义的解释中。例如,种族灭绝罪的犯罪行为清单中包括“杀害该团体的成

员”,但是无论是特设国际法庭的规约还是《灭种公约》均未对“杀害”的定义作出界定,其可能

既包含故意杀人也包括过失杀人。2005年的阿卡耶苏案(Akayesu)中,卢旺达刑庭在解释种

族灭绝罪之“杀害”的定义时将其限定为故意杀人,并且排除了过失杀人的可能性。〔22〕在过失

杀人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罪的法律规定存在模糊性的情况下,法庭作出了不构成犯罪的解释,这

显然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前南刑庭在后来的布拉戈耶维奇案(Blagojevi)中也作出

了同样的解释,并进行了更详尽的论述,法庭指出,“根据有利被告的解释规则,法庭的判例实

践倾向于对被告人最有利的解释方法,因此认为种族灭绝罪之中杀害的定义应限于故意杀

人”。〔23〕此外,危害人类罪的犯罪行为清单中包括灭绝行为,然而特设刑庭规约中并未对具

体的灭绝行为作出定义。〔24〕前南刑庭在1998年所受理的科斯迪奇案(Krsti)中就面临着对

灭绝行为定义进行解释的问题。虽然在法庭作出判决当时,作为国际刑事法院创建条约的《罗

马规约》明确界定了灭绝行为,即“故意施加某种生活状况,目的是毁灭部分的人口”,〔25〕但前

南刑庭认为“《罗马规约》中该定义的通过是在本案的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因此法庭根据“法律

的解释或适用中的疑问应该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立场的原则”采取了对该定义的限缩解释,即灭

绝行为仅限于“毁灭数量上的绝大部分人口”。〔26〕前南刑庭界定的灭绝行为中所要求的“数量

上的绝大部分”人口与《罗马规约》定义下的“部分”人口相比,显然前者是更有利于被告人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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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CTR-96-4-T,2September1998,paras.500-501.
Prosecutorv.Blagojevi,ICTY,Judgment,CaseNo.IT-02-60-T,17January2005,para.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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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utorv.Kristi,ICTY,Judgment,CaseNo.IT-98-33-T,2August2001,para.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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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结论。

然而,并不是特设国际刑庭的所有法官和实践都认可有利被告原则适用于解释法律之疑,

其中不乏有一小部分法官认为该原则只适用于对事实之疑的认定。前南刑庭2003年在斯塔

克奇案(Staki)的判决中指出,“本法庭并不同意辩护人所提出的将有利被告作为解释规约中

刑事实体法的基本原则。有利被告原则仅适用于对事实而非法律的认定,因此本法庭在解释

法律时并不会适用该原则”。〔27〕而法庭在该案中所坚持的有利被告原则只与事实认定有关的

这一立场与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主张不径而合,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该案三名均来自于大

陆法系国家的法官之法律背景的影响,其中主审法官斯奇姆伯格(Schomburg)来自于典型的

不支持有利被告原则适用于法律之疑的德国。〔28〕这种将大陆法系有关有利被告原则的主张

适用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的做法当然也受到了普通法系法官的质疑和挑战。其后,在前南刑

庭的利姆佳案中,来自于英属圭亚那的沙哈布丁(Shahabuddeen)法官以判决所附“声明”的形

式对之前斯奇姆伯格主审的斯塔克奇案中所采取的大陆法系的立场作出了批判。〔29〕具有普

通法背景的沙哈布丁法官指出,“斯塔克奇案的判决虽然主张有利被告原则仅适用于对事实而

非法律之疑,但该主张并没有援引任何的法律渊源作为支撑,这也许是由于法庭推定该原则在

实践中得到了确认”。〔30〕对此,沙哈布丁法官反驳称,虽然该原则在实践中经常适用于事实问

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能适用于法律问题。〔31〕此外,沙哈布丁法官援引了美国最高法院的

判例以及知名国际刑法学者关于有利被告原则作为刑事实体法基本原则适用于法律之解释的

主张。〔32〕针对沙哈布丁法官的质疑,德国籍的斯奇姆伯格法官也在其不同意见书中作出了回

应。〔33〕斯奇姆伯格法官指出,“有利被告原则仅适用于发现事实,包括法律事实,而不能扩展

到法律问题上”,〔34〕“法院有义务在既定案件中确定和适用相关法律,因为法律处于法院的司

法知识之内”。〔35〕此外,斯奇姆伯格法官还援引了典型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包括德国联

邦最高法院、瑞士联邦法院和奥地利最高法院的判例来支持其立场。〔36〕由此可见,普通法系

和大陆法系之间关于有利被告原则是否适用于法律问题上的分歧也呈现在了特设国际刑庭的

实践中,两大法系在有限的程度内通过国际刑庭这个平台进行了对话和辩论,即使特设国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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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rosecutorv.Staki,ICTY,Judgment,CaseNo.IT-97-24-T,Judgment,31July2003,para.416
另外两名法官瓦西连科和阿尔吉贝则分别来自于与德国同法系的乌克兰和阿根廷。

Prosecutorv.FatmirLimajetal.,ICTY,DeclarationofJudgeShahabuddeen,CaseNo.IT-03-66-
A,27September2007,p.118.

Ibid,para.4.
Supranote29,para.5.
“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当法律解释存在疑问时,应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SeeGuénaël

Mettraux,InternationalCrimesandtheadhocTribunal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p.226.
Prosecutorv.FatmirLimajetal.,ICTY,PartiallyDissentingandSeparateOpinionandDeclara-

tionofJudgeSchomburg,CaseNo.IT-03-66-A,27September2007,p.120.
Ibid,para.15.
Supranote33,para.16.
Supranote33,par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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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规约中没有明确规定合法性原则和有利被告原则,但其审判实践的主流仍然认为有利被

告原则可以作为刑事实体法上的解释规则适用于对法律之疑的解释。

有利被告原则首次以明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在创建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中,作为

合法性原则的一部分。其中《规约》的第22条第1款规定了“法无明文不为罪”原则,第22条

第2款规则进一步明确了由该原则衍生出的两项要求:严格解释,包括禁止将犯罪定义通过类

推扩大适用;以及如果出现含义不明,应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由此,《罗马规约》采纳了普

通法系的立场,明确将有利被告原则定位为适用于法律之疑的解释方法,用于对其管辖下的犯

罪定义之含混之处进行解释。国际刑事法院在2014年卡堂加(Katanga)的判决中也明确指

出,“与特设国际刑事法庭的创设规定不同,《罗马规约》明确在第22条中规定了罪刑法定原

则”,“法庭因此而必须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两项要求,即严格解释和有利被告原则”。此外,

国际刑法的学者也普遍认可有利被告原则对法律问题的适用。〔37〕

综上,纵观国际刑法的发展历史,虽然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

关于有利被告原则在定位和适用范围上的碰撞,而不同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由于其宪章中或规

约中对于合法性原则的不同规定而呈现出对有利被告原则适用上的差异,但支持将该原则适

用于法律之疑的普通法系观点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并最终将该原则作为合法性原则的衍生以

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可见,在通常意义上,国际刑法上“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中的“疑”

既包括事实之疑也包括法律之疑,该原则是国际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所通用的总和原则。

三、国际刑法中“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于法律之疑的法理基础

(一)保障人权的要求

在国内法层面,刑法具有双重机能,即法益保护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38〕然而,将刑法对

自由等人权的保障机能作为法律存疑时有利于被告解释的理论基础受到了大陆法系学者包括

我国大部分学者的质疑。在我国,虽有少数学者提出,“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立场出发,有利被

告也就成为刑法适用上有疑问时的惟一必然选择”,〔39〕但大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否定态度。〔40〕

其质疑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对刑法的解释应运用多种解释方法来寻求法益保护和自由保障之间

的平衡,而不应只采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以实现对其人权的保护。〔41〕相应产生的问题在于

人权保障理论能否成为国际刑法语境中法律存疑时有利于被告解释原则适用的法理基础呢?

与国内刑法类似,国际刑法也存在着双重机能:一方面,国际刑法通过打击国际犯罪来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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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LeenaGrover,“ACalltoArms:FundamentalDilemmasConfrontingtheInterpretationof
CrimesintheRomeStatuteo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

Vol.21,2000,p.556.
参见张明楷,见前注〔8〕,第55页。
参见邱兴隆,见前注〔8〕,第149页。
参见张明楷,见前注〔8〕,第59页;胡东飞,见前注〔8〕,第10页;段启俊等,见前注〔8〕,第137页。
参见张明楷,见前注〔8〕,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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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安全与福祉等法益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限制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刑罚权来保障

行为人的自由等人权。国际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主要是通过“合法性原则”来实现的。

合法性原则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国内刑法普遍确立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在于限

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其在国际刑法中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理

论成为法律,并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逐渐予以确认的发展过程。〔42〕国际社会首次关于合法

性原则在国际刑法中应用的争论是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其后,合法性原则逐渐地被国际人

权法律文件所普遍确认,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区域性的人权

公约以及日内瓦公约体系中。〔43〕

尽管联合国两个特设国际刑庭的规约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合法性原则,但在其司法实践中

依然对合法性原则的适用予以考虑和论证。例如前南刑庭在德拉里奇案的判决中指出,“世界

主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已经确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刑法的基本原

则”。〔44〕此外,法庭进一步明确,禁止溯及既往地适用刑法和刑罚、要求刑事立法明确性和禁

止含混的刑事立法都是合法性原则的要求。〔45〕可见,特设国际刑事法庭在实践层面推动了合

法性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逐步确立。而1998年《罗马规约》的通过,则标志着合法性原则在国

际刑法中的正式确立。根据《规约》的相关规定,其合法性原则包括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22
条第1款)、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第23条)、对人不溯及既往(第24条)等基本内容,以及从中

派生出的禁止类推解释以及有利被告的原则(22条第2款)。从内容上看,《罗马规约》所确立

的合法性原则与现代国内刑法中的合法性原则的基本内涵相一致,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是

由于国际刑法和国内刑法在法律渊源、执行机制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具体适用此原

则时,仍存在较大的区别。此外,国际刑法在引入合法性原则时,也需要兼顾该原则在两大法

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和适用标准。

合法性原则在大陆法系表现为实体性原则,而在英美法系则呈现为程序性原则。〔46〕两

大法系之间的分歧还体现在大陆法倾向于更加严格地适用罪刑法定原则,而普通法则恰恰相

反。〔47〕对于合法性原则的适用标准,在理论上存在着严格合法性和实质正义之争。〔48〕前者采

取了较为僵化的形式主义立场,强调通过维护法律条文内容的确定性来严格限制司法权;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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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新,见前注〔10〕,第60页。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99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65条;《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5条;

《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6条。

Delali,supranote14,para.402.
Supranote14,paras.402-403.
在大陆法系国家,合法性原则主要是通过对国家刑罚权的实体性限制来实现的,而在英美法系国

家,合法性原则是通过对国家刑罚权的实体和程序的双重限制来实现的,这主要体现为实体的正当程序原则。
参见王充:“罪刑法定原则论纲”,《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3期,第50页。

SeeM.CherifBassiouni,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CriminalLaw,New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3,p.183。

See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CriminalLaw,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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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反对将法律条文视为僵化的教条,重视发挥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追求具体案

件中的实质正义。〔49〕在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国家对合法性原则的适用通常

都采纳了严格合法性,通常包括法律主义、明确性原则、禁止事后法和禁止类推适用等要

素。〔50〕然而,由于与成文法相比,判例法和习惯法不可避免地欠缺明确性、可预见性与严格

性,因此在普通法系国家通常并不严格禁止司法上更灵活地适用合法性原则的法律规范,包括

类推解释。〔51〕

从《罗马规约》关于合法性原则的规定来看,其处理合法性原则的方式更接近普通法,〔52〕

即在认可合法性原则存在和适用的同时,包含了普通法的某些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刑法源自于习惯国际法,其发展路径更接近于英美普通法。〔53〕虽然《罗马规约》中
没有明确提及国际习惯法,〔54〕但在联合国特设刑庭的司法实践曾多次援引国际习惯法来解

释犯罪的定义,因此主流学术观点一般认为国际刑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包括国际习惯法。然而,

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件“国家实践”和“心理确信”很难满足法的明确性要求,这也需要国

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发现、阐明并予以确定,因此国际刑法虽然没有遵循先例原

则,却可能存在事实上的“法官造法”。〔55〕其次,虽然《罗马规约》明确反对类推适用,但由于其

无法穷尽对所有犯罪行为的列举,《规约》的立法者对于某些犯罪的定义使用了“兜底条款”。

例如《罗马规约》第7条采取了“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作为危害人类罪的兜底条款,很
可能被类推解释适用于潜在的和更广泛的犯罪行为,因此《规约》在适用“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则时不够严格;此外,与成文法的国内刑事立法程序不同,《罗马规约》是由相对缺乏刑事立法

技巧的各国外交代表通过谈判而通过的,而且为了协调缔约各国立场的不同,国际刑事立法中

使用了一些相对模糊性的语言,这可能为扩大解释或类推解释留下较大的空间。〔56〕综上可

见,相比于大陆法,在国际刑法中更难以通过明确的立法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在这种

情况下,就需要运用严格解释原则、有利于被告原则等具有对抗因素的观念,来弥补目前国际

刑法不精确的缺陷以及对合法性原则适用上的灵活性。〔57〕

合法性原则不但作为一个立法上的原则,同时也限制着司法过程中对犯罪定义的扩张性

解释,从而保障当事人的人权免受法外剥夺。尽管合法性原则在两大法系国家国内立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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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忠林:“从外在形式到内在价值的追求———论罪刑法定原则蕴含的价值冲突及我国刑法应

有的立法选择”,《现代法学》1997年第1期,第30页。

SeeCassese,supranote48,p.141.
SeeCassese,supranote48,p.142.
SeeBassiouni,supranote47,p.211.
SeeBassiouni,supranote47,p.221.
《罗马规约》第21条。
参见王新,见前注〔10〕,第70页。

SeeBassiouni,supranote47,pp.218-219.
SeeCassese,supranote48,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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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程度不尽相同,但刑事立法上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的第一道屏障,〔58〕

而相比国内刑法,国际刑法由于其特殊性质更难发挥合法性原则在立法上保护被告人人权的

应有作用,因此更加重视合法性原则在司法适用中保护被告人人权第二道屏障的功能。〔59〕以
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为例,其第21条第3款规定,“依据本条适用和解释法律,必
须符合国际承认的人权”。国际法学者阿兰·佩莱(AlainPellet)认为此款构成了国际刑事法

律解释中的“超级合法性”的标准,〔60〕即任何对《罗马规约》条款的解释包括犯罪定义的解释

都必须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要求,其中包括作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合法性原则要求。〔61〕这类

似于国内法中的宪法性条款。诚然合法性原则并不否定司法机构的法律解释权,但是针对立

法的不明确或含混之处如何作出解释则关系着合法性原则能否发挥其在保障人权方面第二道

屏障的功能。在国内刑法的语境下,针对法律疑问解释的主流观点是借助刑法的一般解释方

法来寻求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并由此反对将人权保障作为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

则的法理基础。〔62〕然而,国际刑法以人权宪法性条款的形式明确了在解释和适用法律中其人

权保障机能的优先性地位,因此也提供了更充分的适用有利被告原则的法理基础。
在国际犯罪定义的适用发生疑问的场合,如果不存在行为人个别性的认知偏差,而是无法

形成一般性的认识时,应该由国际刑法规范的制定者承担立法不明的不利后果,而不能转嫁给

被告人来承担。如果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就相当在于法无据的前提下剥夺被告人的相

关人权,这无疑会违背国际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庭应该对

具体行为人人权的剥夺采取谦抑的态度,在合法性原则的框架下适当地运用严格解释和有利

被告原则等对抗性要素来排除对那些模糊性或兜底性条款作出对不利于被告的扩张或类推解

释。然而,有利被告的解释,不是将被告人的利益任意扩大,而是需要将待解释的概念边缘所

呈现的模糊地带进行内敛式的解释。至于有利被告的解释原则与其他解释规则的位阶或适用

顺序则是司法实践者在解释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不能本末倒置地以此来否认有利被告

原则对法律之疑的适用。
(二)尊重国家主权的要求

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规约》关于犯罪的定义实际上反映了国家

同意将其国内司法主权让渡给国际刑事法院的范围和程度,即只针对那些“整个国际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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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SeeKaiAmbos,“GeneralPrinciplesofCriminalLawintheRomeStatute”,CriminalLawFo-
rum,Vol.10,1999,p.4.

SeeCassese,supranote48,p.147.
SeeAlainPellet,“ApplicableLaw”,inAntonioCassese,PGaetaandRWDJones(eds.),The

RomeStatuteo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Commentary,VolumeII,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2,p.1082.

合法性原则在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得到了承认,包括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
款、1949年《日内瓦公约(三)》第99条、1950年《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7条和1966年《联合国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
参见段启俊等,见前注〔8〕,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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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严重的犯罪”。〔63〕由此,明确的国际犯罪定义不但可以使相关行为人预见自己行为的性

质,同时也可以使国家预见其司法管辖权的让渡幅度以及与国际刑事法院在打击国际犯罪方

面的合作义务范围。然而,由于国际刑事立法的特殊性,相关的犯罪定义仍可能存在着一定的

模糊或含混之处,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存疑的犯罪定义作出不超越国家同意范

围的限制性解释,这与有利被告的解释方法不径而合。在《罗马规约》中引入合法性原则除了

人权的考量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部分缔约国意图降低《规约》对其政府官员的潜在风险,

并限缩其让渡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边界。〔64〕因此,《罗马规约》第22条第2款最终采取了美国

的提案而替代了之前日本的提议,即用更加明确的严格解释和有利被告原则取代了对类推适

用的一般性禁止。〔65〕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相关国家对于其国民可能受到《规约》下更宽

泛的犯罪定义追诉的担忧。〔66〕此外,由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运行依赖于国家合作义务的履行,

而主权国家需要了解并限定其与法院进行合作的义务范围,因此尊重国家主权和国家同意的

边界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意愿。

实际上,刑事法领域的有利被告原则与国际法语境下的“遇有疑义、从轻解释”(indubio
mitius)原则具有一定的同源性和相似性,〔67〕而后者是有利于国家主权的限制性解释原则。

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释,“遇有疑义、从轻解释”原则体现了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是指当一个

条约条款的含义模糊不清时,应该采纳使缔约方负担较少的含义,或对缔约方的属地和属人最

高权较少干涉的含义,或对缔约方作出较轻一般限制的含义。〔68〕虽然该原则没有被《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明确提及,但并不意味着其不能成为条约法解释体系或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

分。〔69〕在国际刑法的语境中,“遇有疑义、从轻解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则直接体现为“存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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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68〕

〔69〕

《罗马规约》序言。

SeeLeilaNadyjaSadat,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ndtheTransformationofInterna-
tionalLaw:JusticefortheNew Millennium,Leiden:Brill,2002,p.182.

先前的预备委员会的草案中并没有明确提及严格解释或者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而仅是对类推适

用作出了一般性的禁止规定:“不应该通过类推的方式将相关行为认定为犯罪并适用刑罚”,Languagefrom
PrepComm,IntroandDraftOrganizationofWork,inM.CherifBassiouni(ed.),TheStatuteoftheInterna-
tionalCriminalCourt:ADocumentaryHistory,NewYork:TransnationalPublishers,1998,p.244.

犯罪定义的模糊性也是美国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原因之一。SeeBethVanSchaack,“CrimenSine
Lege:JudicialLawmakingattheIntersectionofLawandMorals”,GeorgetownLawJournal,Vol.97,2008,

p.189.
二者都源自于罗马格言“存疑时应以轻缓优先”(Semperindubiisbenigniorapraeferendasunt),

SeePanosMerkouris,“InDubioMitius”,inJ.Klingler,Y.ParkhomenkoandC.Salonidis(eds.),Between
theLinesoftheViennaConvention?:CanonsandOtherPrinciplesofInterpretationinPublicInternational
Law,AlphenaandenRijn:WoltersKluwerLawInternational,2018,pp.263-265.

SeeRobertJenningsandArthurWatts,Oppenheim’sInternationalLaw,9th (ed.),Vol.I,

Longman,1992,p.1278.
SeeMarkVilliger,Commentaryonthe1969ViennaConventionontheLawofTreaties,Martinus

Nijhoff,2009,pp.4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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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被告原则”。〔70〕因此,对存疑的犯罪定义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限制性解释,也意味着对缔约

国的刑事管辖权作出了较少的限制和干涉。以《罗马规约》第7条危害人类罪的定义为例,其
中,“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是指根据或推行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而实施

的。〔71〕然而《规约》对构成危害人类罪定义的“组织”却没有设定明确的标准,这里的组织是包

括一切类型的实体还是只包括“类国家”实体是国际刑事法院在其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而对

“组织”定义的不同解释则关系到对国家主权不同程度的尊重。其中一派观点认为,《规约》第

7条项下的组织应该限制解释为具有国家某些特征的类国家实体。〔72〕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

际犯罪的实施主体通常包括政府或类国家实体继而在国内法院很难得到追究,因此国家有意

愿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给国际刑事法庭/法院以结束国际犯罪的不受惩罚性。然后,对于由私人

或者其他非政府实体所实施的普通犯罪或者跨国犯罪的追究上则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国家通

常都可以通过国内法院及双边司法协助的方式来处理。〔73〕因此,对“组织”作出限制性的解释

可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在国家同意的、或至少是可预期范围内的对危害人类罪进行管辖,这是

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这意味着,对于由非国家实体所实施的危害人类行为并不构成国际刑事

法院所管辖下的犯罪。这种在罪与非罪之间的对犯罪定义的谦抑性解释显然也是有利于被告

的。然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并不是只有“类国家”实体才能够制定《罗马规约》第7条意义上

的政策,因此应该将“组织”扩大地解释为任何“有能力实施损害基本人类价值行为的”非国家

实体。〔74〕这显然是不利于当事人的解释,也是有违国家主权原则的。这种解释实际上将原本

由国内刑法所管辖的普通犯罪纳入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超越了国家向国际刑事法院

让渡主权的范围。

与一国主权范围所制定的国内法不同,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审判本身代表着对国家主权

的限制,而限制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际犯罪的定义所决定的,因此在遇到犯罪法律定义

不清或模糊的情形,需要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对犯罪定义作出限制性解释,这也为存疑

有利于被告的解释方法提供了一定的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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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73〕

〔74〕

黎巴嫩特别刑庭在其司法实践中指出,“遇有疑义、从轻解释”的原则在国内法上体现为“存疑有利

于被告原则”,TheProsecutorv.SalimJamilAyyashetal.,SpecialTribunalForLebanon,InterlocutoryDeci-
sionontheApplicableLaw:Terrorism,Conspiracy,Homicide,Perpetration,CumulativeCharging,16Feb.
2011,Doc.STL-11-01/I/AC/R176bis,para.32.

《罗马规约》第7(2)(a)条。

ICC,DecisionPursuanttoArticle15oftheRomeStatuteontheAuthorizationofanInvestigation
intotheSituationintheRepublicofKenya,DissentingOpinionofJudgeHans-PeterKaul,CaseNo.ICC-01/

09,31March2010,para.44.
SeeWilliamA.Schabas,“StatePolicyasanElementofInternationalCrimes”,JournalofCrimi-

nalLawandCriminology,Vol.98,2008,p.974.
ICC,DecisionPursuanttoArticle15oftheRomeStatuteontheAuthorizationofanInvestigation

intotheSituationintheRepublicofKenya,CaseNo.ICC-01/09,31March2010,par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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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国际刑法其他解释规则之间的适用关系

在国内刑法的语境中,即使在赞同将有利被告原则适用于解释法律之疑的学者中也存在

着该原则与刑法的其他解释方法之间有关适用顺序和位阶的争论。〔75〕由于国际刑法具有特

殊性质,以《罗马规约》为例,其既是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也是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章程;在
《罗马规约》的解释上适用一般刑法上的解释规则,同时涉及条约法的解释方法,因此,在国际

刑法的语境中也同样需要协调 有利被告原则与其他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一)“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条约法解释规则的关系及国际刑事司法实践

《罗马规约》第22条明确规定了严格解释和有利被告原则,尽管其没有提及国内刑法上的

其他解释方法,但作为国际条约的《罗马规约》也可以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解释方法。

虽然有少数学者认为,由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传统上适用于国家之间的争议,并不涉及对

个人自由的剥夺,因此公约中的传统条约解释方法并不适合直接用于解释国际犯罪的定

义,〔76〕但国际刑事司法实践曾多次明确引用维也纳公约来解释国际犯罪的定义。由于前南

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设立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非条约,因此在其规约的解释上能否

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存在着一定的争议,〔77〕但特设国际刑庭的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其规

约本身是由安理会代表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所制定的,在性质上是类似于条约的国际法律文

件,因此可以比照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解释方法。〔78〕对于《罗马规约》的解释上,国

际刑事法院上诉庭在2006年刚果情势的相关判决中指出,“对于条约的解释应该受到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的规制,尤其是第31条和第32条,《罗马规约》也不例外”。〔79〕法院将条约法公约

中的解释方法适用于《罗马规约》的主张在其后续的判决中也均有体现,例如卡堂加案,〔80〕巴

希尔案(Bashir)〔81〕和本巴案。〔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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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77〕

〔78〕

〔79〕

〔80〕

〔81〕

〔82〕

参见时延安,见前注〔8〕,第43页。

SeeGrover,supranote37,p.543.
SeeJosephPowderly,“JudicialInterpretationattheAdHocTribunals:MethodFromChaos”,in

ShaneDarcyandJosephPowderly(eds.),JudicialCreativityatthe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s,Ox-
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0,pp.33-35.

ProsecutorvTadi,ICTY,DecisionontheProsecutor’sMotionRequestingProtectiveMeasures
forVictimsandWitnesses,IT-94-1-T,10August1995,para.18.

ICC,JudgmentontheProsecutor’sApplicationforExtraordinaryReviewofPre-TrialChamberI’

s31March2006DecisionDenyingLeavetoAppeal,AppealsChamber,CaseNo.ICC-01/04-168,13July
2006,para.33.

Prosecutorv.Katanga,ICC,JudgmentPursuanttoArticle74oftheStatute,CaseNo.ICC-01/04-
01/07,7March2014,para.43.

ICC,DecisionontheProsecution’sApplicationforaWarrantofArrestAgainstOmarHassanAh-
madAlBashir,4March2009,ICC-02/05-01/09,para.44.

Supranote17,para.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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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条约的解释方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包括了文义解释、上下文解释

和目的解释方法。在对国际犯罪定义的解释问题上,除了适用维也纳条约法之外,还需适用

《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刑法上的解释方法。虽然条约法上的文义解释方法与刑法的严格解释方

法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条约法上的目的解释方法却与刑法上的有利被告原则存在着极大的冲

突可能性。《罗马规约》的序言指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使(整个国际社会

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不逍遥法外”,〔83〕因此《规约》的目的通常被理解为对受害人的保

护。〔84〕如果以此目的为导向来解释《罗马规约》就可能会导致对犯罪定义的扩大解释,这实际

上是与有利被告的原则相悖的。例如,在2010年肯尼亚调查授权案中,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

庭的大部分法官就通过目的解释将《罗马规约》第7条危害人类罪中的“组织”扩张到几乎所有

的非政府实体。〔85〕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罗马规约》22条第2款的“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解释规则的适用关系:是国际刑事法院在发现《规约》中有关犯罪的定义存在含混之处

就立即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还是应该首先利用条约法公约下的解释方法对犯罪定义作

出解释后再判定是否仍存在含混之处? 适用顺序和位阶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结果。〔86〕

一方面,如果优先适用有利被告的解释,那么最终的解释结果应该是对犯罪定义作出有利于被

告人的限制解释;另一方面,如果将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和位阶置于所有其他

的解释方法(尤其是目的解释)之后,那么在大部分情况下,也就不需要有利于被告解释方法的

适用了。〔87〕这主要是由于,在国际刑法中适用对被害人最大化保护的目的解释意味着所有的

含混之处都已通过不利于被告人的方式进行了解释。〔88〕

虽然相比国内刑法,有利被告原则在晚近的国际刑法中有着更明确的适用于法律之疑的

定位,但大部分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仍将有利被告原则在适用次序上置于所有其他的解释方

法之后,实际上导致此原则形同虚设。特设国际刑庭法官沙哈布丁即使认可将有利被告原则

适用于法律之疑,也主张将该原则置于其他的解释方法后适用,〔89〕并提出法庭应该首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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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85〕

〔86〕

〔87〕

〔88〕

〔89〕

《罗马规约》序言第6款。

SeeCarstenStahn,HectorOlasoloandKateGibson,“ParticipationofVictimsinPre-TrialPro-
ceedingsoftheICC”,JournalofInternationalCriminalJustice,Vol.4,2006,p.219.

SeeKenya,Supranote37,para.90.
朱丹:“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反思及限制”,《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136

-137页。
同上注。

SeeDarrylRobinson,“TheIdentityCrisisofInternationalCriminalLaw”,LeidenJournalofIn-
ternationalLaw,Vol.21,2008,p.934.

Prosecutorv.Hadžihasanovic,ICCAC,DecisiononInterlocutoryAppealChallengingJurisdiction
inRelationtoCommandResponsibility,CaseNo.IT-01-47-AR72,16July2003,dissentingopinionofJudge
Shahabuddeen,par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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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进行解释,〔90〕即确保犯罪不逃脱惩罚。〔91〕沙哈布丁法官认为,规约的文本

与根据目的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冲突的,即使存在冲突,文本也没有优先性。〔92〕国际刑事

法院在卡堂加案中同样认为有利被告的解释是最后适用的解释方法。〔93〕在法院看来,有利被

告的解释只有在 “法院本着善意的原则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一般解释规则或

第32条的辅助解释方法解释后仍然无法消除含混之处时才可适用”。〔94〕法院指出这种主张

的原因是,如果把《罗马规约》第22条的有利被告原则优先适用于条约的解释方法,则会导致

“法院不得不自动适用《规约》中对被告人有利的条款,因此排除了依据善意原则对规约作出解

释的可能性,而无论这种解释是否是有利于被告人的”。〔95〕在肯尼亚案授权调查案中,由于预

审分庭的大部分法官首先采取目的解释方法将含混之处以有利于被害人的方式进行了解释,
因此“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同样没有得到适用。国际刑事法院司法实践优先适用目的解释的

做法无疑使得有利被告原则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文格尔特(Wyngaert)法官则

在恩乔洛案(Ngudjolo)中的不同意见书直接地指出,“《罗马规约》第22条的解释方法应该优

先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条约解释方法,尤其是目的解释方法”,〔96〕并且“在第22条第2
款中明确纳入有利被告原则是《规约》的重要特征……此原则是确保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体系

具有必要的可预测性和法律确定性的根本保证”。〔97〕实际上,国际刑法学者对于将条约的目

的解释方法优先适用于国际犯罪定义的解释一直持有质疑的态度。沙巴斯(Schabas)认为目

的或意图解释给了法官对犯罪定义作出扩张性解释的通行证;〔98〕斯勒伊特(Sluiter)指出使

用“结束不受惩罚性”的目的解释方法已经成了国际刑法实践中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99〕

鲁宾逊(Robinson)则指出人权法中的自由主义和刑法上的严格主义存在着内在的冲突。〔100〕

针对学者和个别法官所提出的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目的解释规则与有利被告原则之间

适用关系的质疑,国际刑事法院曾在卡堂加案中曾作出过回应:“法院认为《罗马规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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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paras.11,13,23.
Supranote89,para.24.
Supranote89,para.18.
Prosecutorv.Katanga,ICC,JudgmentPursuanttoArticle74oftheStatute,CaseNo.ICC-01/04-

01/07,7Mar.2014,paras.50-57.
Ibid,para.53.
Supranote93,para.53.
TheProsecutorv.MathieuNgudjoloChui,ICC,JudgmentPursuanttoArticle74oftheStatute,

ConcurringOpinionofJudgeChristineVandenWyngaert,No.ICC-01/04-02/12,18Dec.2012,para.18.
Ibid,para.19.
SeeWilliamA.Schabas,“InterpretingtheStatutesoftheAdHocTribunals”,inLalChandVo-

hrahetal.(eds.),Man’sInhumanitytoMan:EssaysonInternationalLawinHonourofAntonioCassese,

NewYork: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3,p.163.
SeeGoöranSluiter,“AtrocityCrimesLitigation:SomeHumanRightsConcernsOccasionedbySe-

lected2009CaseLaw”,NorthwesternUniversityJournalofInternationalHumanRights,Vol.8,2010,pp.
248,257-258.

SeeRobinson,supranote88,pp.927-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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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证自明的,即,使犯有法院管辖下的最严重罪行的人不再逃脱惩罚,但这个目的不能用来

创造与条约规定相违背或与其字面含义不相符的法律。无论如何,在对《规约》的条款进行解

释时要始终充分考虑《规约》的目的,因为《规约》的目的是确定具体条款确切含义的组成部分

之一。”〔101〕据此,法院认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一般解释规则可以用来发现或确认《罗
马规约》文字的一般含义,而不会产生与字面含义相反的意思以达到某种预想的结果。”〔102〕因

此,法院提出,“为了满足《规约》第22条第2款的严格解释的要求,法庭将依照维也纳条约法

的一般解释规则来解释《罗马规约》的条款,尤其是关于犯罪定义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方

面”。〔103〕

(二)对国际刑法中“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目的解释方法适用关系的反思

从国际刑事法院的上述司法实践及其在卡堂加案中的解释可以看出:首先,国际刑事法院

过分强调了严格解释规则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方法相一致以及相补充性的一面,却忽

略了严格解释及有利被告原则与目的解释之间相冲突的可能性。国际刑法的产生以及国际刑

庭的创设是为了结束国际社会最严重犯罪的不受惩罚性,因此其目的通常被认为是实现对被

害人的保护。〔104〕以保护被害人的目的为导向来解释国际刑法难免会导致对犯罪定义的扩大

解释,这将与严格解释以及有利被告原则所要求的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相冲突。实际上,在国

内刑法的语境中也同样存在着刑法的目的解释与严格解释及有利被告原则之间的冲突。这主

要是由于刑法的目的论追求的是与规范目的相适应性的解释,因此经常存在着与严格解释的

要求相矛盾的危险。〔105〕虽然刑法中的目的论与条约中的目的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本质

上二者都伴随着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因此与严格解释及有利被告原则存在着冲突的可能。

其次,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与目的解释的适用效力上,国际刑事法院主张后者优先,

这实际上违背了国际法中的特别法(lexspecialis)优于一般法(lexgeneralis)的原则。〔106〕有

利被告原则作为《罗马规约》特别规定的解释规则是特别法,因此在效力上应该优先于作为条

约一般解释规则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解释方法,包括目的解释。虽然本质上都是有利

被告原则与目的解释之间的关系,但刑法的目的论解释和条约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分别隶属于

不同的规则体系。当然,无论在国内刑法还是条约法体系内部对于各种解释方法之间的适用

顺序和效力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存在着目的解释与其他解释方法之间适用位阶的不同学

术意见。例如,在国内刑法的语境中,有学者认为,如果对刑法条文的理解产生疑问或面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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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选择时,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决定;〔107〕另有学者持相反观点,主张在面临各种解释方法

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时目的论解释(而非有利于被告)应该起决定性作用。〔108〕还有学者指出,
“当法官面临含混之处时,应该作出最合适的解释,而不是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109〕就条

约的解释而言,传统上存在以条约文本为基础的客观解释学派、以条约目的和宗旨为导向的目

的解释学派和以当事方意图为基础的主观解释学派。〔110〕《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条款实际

上综合和协调了各种条约解释学派的理论,强调约文首先作为条约解释之基础,同时也重视缔

约方意图以及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作为解释的方法。〔111〕然而,对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解释通则中所包含的解释方法之间有无位阶的问题学界目前并无共识。〔112〕联合国国际法

委员会则指出,第31条的解释方法之间不存在着法律上的层级关系,而仅是按照一定的逻辑

将部分解释因素进行了相应的排列。〔113〕虽然刑法体系和条约法体系中的解释方法之间存在

着较大的类似之处,例如都包括文义、上下文、目的解释和一定程度上的“从轻解释”等方法,但
国际刑事法庭面临的不是刑法解释规则内部的有利被告原则与目的解释之间的冲突,继而可

以依据相应的价值判断得出目的解释优先的结论,而是两套不同规则体系下解释方法之间的

冲突。由于特设国际刑庭规约中没有明确规定刑法中的合法性原则及有利被告原则,而且其

规约的性质能否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本身存在争议,故其在司法裁判中适用条约法的目

的解释规则来解释犯罪定义仍有商榷的余地。与之不同的是,《罗马规约》本身的立法模式就

已经确立了刑法中的有利被告原则与条约法中解释规则的适用位阶,即特殊性的解释规则在

效力优先于一般性的解释规则,因此在有利被告原则与目的解释规则出现冲突时,应当优先适

用前者。

第三,坚持“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适用效力上优先于目的解释,并不意味着一旦出现犯

罪定义的含混之处便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这主要是因为运用解释方法的先后顺序并不等

同于解释方法的效力等级。〔114〕前者解决的是运用解释方法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后者解决的

是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乃至冲突时,何种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在效力上具有优先性,

继而排除其他解释方法的结论。〔115〕对《罗马规约》犯罪定义的解释中,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

原则”的前提要件是 “存疑”,因此在适用顺序上,应首先借助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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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方法,仍然存疑时,才能适用有利被告的解释。但是,由于《罗马规约》规定的有利被告原

则作为特别解释规则在适用效力上优先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一般解释规则,因此在借

助维也纳公约中的一般解释方法对犯罪定义的含混之处进行解释时,应该排除与严格解释和

有利被告原则相冲突的条约法解释规则,其中包括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这种适用顺序和效

力层级既可以防止直接适用有利被告原则的法律虚无主义,又可以避免此原则形同虚设。

五、结 语

在两大法系中具有不同定位的“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伴随着国际刑法的演进和发

展,逐渐被确定为具有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内涵:该原则不但适用于国际刑事诉讼程序中

的事实之疑,同时也适用于国际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之疑。对于该原则在国际刑事诉讼

程序中的适用,虽然不存在统一的国际刑事诉讼法典,但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宪章或

规约中均吸收了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一致性规定并进一步融合了两大法系关于该原

则的不同立法表现形式,即无罪推定原则和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而有利被告原则在国际

刑法实体法上的适用则反映了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和碰撞,尤其是在

合法性原则并未被其规约明确提及的特设国际刑庭,但主流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仍采纳

了普通法系的立场,即将有利被告原则同样适用于对法律之疑的解释。后来通过的《罗
马规约》也采取了偏重普通法的模式,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了合法性原则及其衍生的严

格解释和有利被告原则。虽然在内涵上与普通法中的相关概念类似,但有利被告原则在

国际刑法中有着更充分的法理基础:即保障人权和尊重国家主权。

有利被告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也具有不同于国内法上的特殊性,即需要协调该原则

与国际条约法中其他解释方法尤其是目的解释规则的关系,在实质上并不等同于刑法中的“有
利被告原则”与“目的论”之间,或条约法中的“遇有疑问,从轻解释”与“目的解释”之间的适用

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刑法中出现了在概念上与普通法相类似的、但在适用上独立于国内

法的有利被告原则。至于该原则能否发挥其在国际刑事实体法解释上的应有作用则取决于如

何协调刑法和条约法两个体系下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适用关系。然而,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在

其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厘清《罗马规约》中特殊解释规则和条约法的一般解释规则的关系,

因此通常将目的解释规则优先于有利被告原则适用于对国际犯罪定义的解释中,使得法律的

含混之处都以有利于被害人的方式进行了解释,从而导致有利被告原则在刑法的解释中形同

虚设。改变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对《罗马规约》中犯罪定义的含混之处进行解释时,应在顺序

上先适用《维也纳条法公约》的一般解释方法排疑,并在适用效力上将有利被告原则优先适用

于目的解释规则,从而真正发挥该原则在国际刑事实体法上的作用。

国际刑法中对于有利被告原则的定位和适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两大法系在该问题上的

对抗和对话的结果,而国际社会逐渐认可了将该原则定位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通用的

总和原则这一发展趋势。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和影响到相

关国家国内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因此,两大法系国家有必要参照国际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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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及其司法实践来反思该原则在国内法中的定位和适用:对于那些不承认有利被告

原则在刑事实体法上适用的大陆法系国家需要着重思考该原则在国内刑法的定位;而对

于那些已经承认有利被告原则在法律问题适用的普通法系国家则应反思该原则与刑法

上其他解释方法的适用层级和位阶。

Abstract:Theprincipleof“indubioproreo”appliesbothprocedurallyandsubstantivelyinthecon-

textofinternationalcriminallaw.Fortheapplicationof“indubioproreo”tothefindingsoffactsinin-

ternationalcriminalprocedures,theundisputedprovisionunderboththecommonlawandthecivillaw

systemshasalsobeenadoptedbyinternationalcriminallaw,whichfurthercombinestheprincipleofpre-

sumptionofinnocenceandtheprincipleofbeyondreasonabledoubt.Thedifferencesontheapplicationof
“indubioproreo”totheinterpretationsoflawbetweenthetwosystemscanfinditsreflectionsinthee-

volutionofsubstantiveinternationalcriminalnorms,butthecommonlaw’ssupportivepositionhasbeen

dominatinginthewholeprocess,andtheprincipleof“indubioproreo”haseventuallybeenincorporated

intostatutorylawaspartoftheprincipleoflegality.Comparingwithdomesticlaw,theapplicationof“in

dubioproreo”insubstantiveinternationalcriminallawhasmoresolidlegalgrounds,whichisrequired

byitsspecialmandatetoprotecthumanrightsandstatesovereignty.Inthecontextofinternationalcrimi-

nallaw,“indubioproreo”,whichisaspecialinterpretativeruleincriminallaw,shouldhaveprimacyo-

verthegeneralinterpretativemethods,especiallytheteleologicalapproach,undertheViennaConvention

ontheLawofTreaties.

KeyWords:InDubioProReo;InternationalCriminalLaw;PrincipleofLegality;TeleologicalInter-

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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